制度距离、人才流动模式与人才跨区域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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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sys7066][bookmark: OLE_LINK170][bookmark: bRPindex7][bookmark: PePindex7]摘要：人才跨制度环境流动时机会与风险并存，制度环境与人才流动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复杂、非线性的，并在不同流动模式下表现出复杂的叠加效应。为此从软环境的角度，基于制度理论，将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制度环境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探索不同人才流动模式下制度距离对流动人才跨区域选址的影响。基于2007－2016年领英（中国）在线公开简历数据进行多值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顺制度差流动时，制度距离对人才流入的概率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影响，30岁以上、研究生学历、从事高新技术行业、处于管理岗位、来自东部地区的人才对制度距离的反应最为敏感；反之，逆制度差流动时，制度距离显著抑制个体的流入，特别对30～44岁、研究生学历、从事高新技术行业、处于非管理、技术岗位、来自东部地区的人才影响最为明显。基于实证结果，从营造良好的制度软环境角度给出区域引才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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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alents flow acros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they may face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the same time, which mean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alent mobility may be complex and non-linear, and shows more complex superimposed relationships under different flow modes. Therefore, based on institutional theory,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both inflow and outflow areas into the analysis framework,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cross-regional location selection of mobile talents under different talent flow patterns. The results of m-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based on LinkedIn (China) online public resume data from 2007 to 2016 show that, when talents flow from low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core areas to high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core areas, institutional distance shows the "U" -type influence on the probability of talent inflow, which is first suppressed and then promoted, talents over 30 years old, graduate degree, engaged in high-tech industries, in management positions, and from the eastern region are most sensitive to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the contrary, when the flow is reversed by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institutional distance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alent inflow, and has the most obvious impact on talents aged 30 to 44 years old, with a postgraduate degree, engaged in high-tech industries, in non-management, technical positions, and from the eastern reg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e paper gives some policy inspirations of regional talent int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eating a good institutional sof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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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index25]1  研究背景
在知识经济时代，高层次人才已成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争夺的战略资源。Florida等[1]、徐倪妮等[2]的研究均指出，人才获取对区域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在此背景下，以人才为支撑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也逐渐得到了我国社会各界的认同和重视。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出台了诸如《国家中长期科技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人才高峰工程》《珠江人才计划》《浙江省151人才工程（2011—2020年）实施意见》《孔雀计划》等一系列人才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以往引才政策中对经济待遇和生活待遇等硬引才因素的强调，各地试图通过改革和优化政府治理环境、金融环境、科技环境等制度软环境以更好地实现筑巢引凤。那么，制度环境能否吸引以及如何作用于流动人才？
回顾现有文献发现，以往从制度与政策角度来研究人才流动的研究，一方面偏重对户籍政策、公共服务等具体政策的考量，如梁琦等[3]、夏怡然等[4]的研究，缺乏对一系列政策所形成的制度环境的综合评估，从而难以准确评估不同政策对人才流动所形成的综合影响；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多侧重对流入地相关制度因素的单方面考察，如徐倪妮等[2]的研究，并未同时考虑到这些因素在人才流入地和流出地上的变化，因而难以准确捕捉制度因素变化对人才流动产生的复杂影响。事实上，从人才流动推拉力模型的角度看，在各地均不同程度优化制度环境的大背景下，一地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否吸引流动人才，还需考虑人才流动前所在地的制度环境，即需要将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制度环境同时纳入分析框架。
[bookmark: sys28070]本研究认为，当人才跨制度环境流动时机会与风险并存，制度环境与人才流动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复杂、非线性的，并在不同流动模式下表现出复杂的叠加效应。基于North[5]3、Xu等[6]和于文超等[7]提出的“制度环境”“开办成本”及“运行费用”等概念分析，一方面，在“逆制度差”模式下（即个体从较高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流向较低制度环境得分区域），制度环境的变差增加了企业的开办成本和运行费用，从而使得区域内企业数量减少，进而降低个体匹配到合适工作的概率；与此同时，基于合法性角度[8]33，组织为获得所在地的资源支持，其组织结构和行为需要满足所在地的制度要求[9]，这使得同一制度环境下的组织行为呈现趋同的现象[10]，而不同制度环境下的组织行为呈现较大的差异[11]。于是，当个体跨越不同制度环境时，不同制度环境下的组织对个体的工作要求将发生变化，会给个体带来环境适应上的困难。因此，制度环境变差对个体具有双重叠加的消极影响，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加，个体流入的概率可能越低。另一方面，在顺制度差模式（即个体从较低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流向较高制度环境得分区域）下，制度环境的改善提高了个体匹配到合适工作的概率，但同样也增加了个体在环境适应上的困难。此时，制度环境改善为个体同时带来了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种影响在不同程度的制度距离下可能表现为以某种效应为主，从而使得制度距离与个体流入概率呈非线性关系。
综上，本研究采用网络爬虫技术收集了来源于领英（中国）的个人在线公开简历数据，在此基础上构建以我国30个省份（未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为目的地选择集的人才跨区域流动数据集，并在控制目的地经济、公共服务、房价、产业结构等一系列因素的情况下，采用多元Logit模型实证考察不同流动模式下制度距离对人才流动的影响。
[bookmark: pindex30]2  理论基础与假设推导
依据Scott[8]33、杨艳等[12]的研究，本研究中制度距离是指区域间制度环境的差异程度。参考Helmke等[13]的观点，本研究中制度环境是指一个社会用以规范其成员社会行为和经济活动而制定的正式规则。根据North[5]3、Scott[8]33、樊纲等[14]的定义，制度环境包括政府政策、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等规则。按照人才流动前所在地制度环境与潜在流入地制度环境的相对变化，本研究将人才流动模式划分为逆制度差模式和顺制度差模式。依据经济学视角下的制度理论和社会学视角下的制度理论这两大主流制度理论的核心逻辑，笔者认为在不同的流动模式下制度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会和不确定性将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将按照不同流动模式分情况考察制度距离对人才流动的影响。
[bookmark: pindex32]2.1   顺制度差流动模式、制度距离与人才流动
本研究认为，在顺制度环境流动模式下，制度环境变好会给流动人才同时带来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这两种影响将在不同程度的制度距离上表现为以某种效应为主，从而使得制度距离与人才流入概率呈现非线性关系。一方面，基于社会学视角下的制度理论，制度环境的变化会给流动人才的工作和生活带来适应上的困难，从而对流动人才的吸引产生消极作用。具体来说，Dimaggio等[10]、Estrin等[11]指出，处于特定制度环境中的企业为获得更高的合法性以及更好的资源支持，需要形成该特定制度环境所期待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模式。例如，在制度环境越好的区域，企业更多将工作聚焦于市场[15]；而在制度环境得分相对较低的区域，企业为了获得更好的资源支持，需要将工作重心放在与当地政府建立密切关系上[16]。因此，这种差异化的组织工作模式可能会给来源于不同制度环境的流动人才带来工作适应上的困难，从而对流动人才的吸引产生消极作用。
另一方面，基于经济学视角下的制度理论，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有助于企业的开办和经营，从而为个体的创业和就业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进而对流动人才产生吸引作用。第一，Scott[8]33、Lim等[17]指出，制度环境越好的区域，政府较少地干预市场活动，并且在商事活动上提供更多便利化政策，这将有助于降低开办和运营企业的成本。第二，Marquis等[18]、周中胜等[19]指出，制度环境越好的区域，要素市场和中介市场越发达，有助于降低企业获取资源和信息搜寻的成本，帮助企业降低产品生产成本，进而提升产品的价格竞争力。第三，制度环境越好的区域，消费市场和销售体系越成熟[20]，能够快速消化企业生产的产品，帮助企业更好地成长。第四，制度环境越好的区域，法治环境越完善[21]，能够为企业营造良性的商业竞争环境，最大程度降低企业因产品专利被侵权而造成的损失[22]。因此，制度环境越好的区域，可以为企业的开办和经营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一方面对创业人才形成吸引力，另一方面大量企业的开办和入驻也可以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使得个体以更高概率匹配到合适的工作，获得更高的预期收入，进而吸引工作人才的流入。
进一步地，本研究认为在顺制度差流动模式下，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加，个体流入的概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具体来说，首先，在制度距离较小的情况下，随着制度距离的有限增加，制度环境改善可能仅带来了有限的创业机会和工作机会，而环境变化给个体带来的工作和生活上的适应难度大于环境改善收益，在此阶段制度距离对个体流入的影响可能以抑制为主；而随着制度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一方面目标区域能够为个体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和工作机会[23]，使得个体匹配到更合适的工作，获得更高的预期收入，另一方面如Wu等[24] 、葛菲等[25]指出，尽管制度变化会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但随着制度环境变好，完善的监管体系、要素市场和中介体系使得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逐渐变小，此时，制度变化所带来的收益逐渐超过环境改变所带来的损失，即在这个阶段制度距离对流动个体的影响将可能由以抑制为主转为以促进为主。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bookmark: sys36068]假设1：当个体从制度环境较差的区域流向制度环境较好的环境时，制度距离对个体流入概率呈“U”型关联，即个体流入概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bookmark: pindex37]2.2  逆制度流动模式、制度距离与人才流动
[bookmark: OLE_LINK9]本研究认为在逆制度环境流动模式下，制度环境变差会给流动人才带来双重叠加的消极影响，制度距离将抑制流动人才的流入。具体来说，首先，从社会学视角下的制度理论看，制度环境变差会给个体的工作和生活带来适应上的困难[23]，从而对流动人才的吸引产生消极作用；其次，从经济学视角的制度理论看，制度环境变差会增加个体潜在流入地的企业的开办和经营成本，这使得个体的创业机会和工作机会变少[24]，从而对流动人才的吸引产生消极作用。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bookmark: sys39046]假设2：当个体从制度环境较好的区域流向制度环境较差的环境时，制度距离的增大将抑制个体的流入。
[bookmark: pindex40]3  数据与实证方法
[bookmark: pindex41]3.1  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领英（中国）在线简历、《中国市场化指数》以及《中国统计年鉴》。由于跨区域流动数据从2007年开始才有较大的数量，而2017年后相关政策限制以及领英（中国）反爬虫程序的强化，从领英获得的简历数据暂时只能更新至2016年，因此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07－2016年。为得到验证本研究的假设数据集，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
首先，采用网络爬虫程序抓取了165 299份来自领英（中国）的个人公开简历，合计376 378段工作记录。也就是说，每一份简历中至少包含了一段工作经历，如果某个个体有两段以上的工作经历时，无论两段工作经历是否为连续的，下一段工作经历的开始年份即为其流动年份。例如，个体P有2007－2010年、2012－2016年两段工作经历，则第2段工作经历的开始时间为其流动年份，即2012年。
其次，按照个体流动前后任职企业所在地是否在同一省份筛选数据，保留个体跨区域流动的数据，并删去实习经历和缺失年份或企业名的数据。与此同时，按照人才流动前后所在区域，将人才跨区域流动数据与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的制度环境得分进行匹配，得到了一个时间区间为2007－2016年的196 270条个人跨区域流动数据原始集。
[bookmark: sys45056][bookmark: sys4515158][bookmark: OLE_LINK184]第三，在个体跨区域流动原始数据集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以国内 30个省份为目的地的流动人才跨区域流动备选数据集。具体而言，当流动个体P发生流动时，其可以进入所在省份以外的其他任一区域，此时30个区域即为跨区域流动个体P的流动选择集，其中我们将该个体真实流向的区域记作1；将剩余的29个备选区域标记为0。因此，将原始跨区域流动数据集扩充为一个包含30个目的地的5 888 100条（196 270×30）备选流动数据集。
第四，参考徐倪妮等[2]、叶晓倩等[26]的研究，收集了2007－2016年我国31个省份（未含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公共服务、房价、产业结构等一系列控制因素数据集（以下简称“控制样本”）。最后，按照个体流动后所在区域和年份，将真实备选流动数据集与控制因素数据集进行匹配，得到了一个包含5 888 100条涵盖流入地制度环境、流出地制度环境、流动选择结果、个人教育程度、年龄、职业类型、行业类型、来源地以及一系列控制因素等数据的样本回归数据集。具体数据结构如表1所示。
[bookmark: pindex48][bookmark: bRPindex48][bookmark: PePindex48]表1  样本数据结构
	样本序号
	流动人才身份识别号
	区域选择集
	选择结果
	流动前
制度环境
	流动后
制度环境
	制度距离
	个体背景变量
	控制变量

	1
	1
	1
	1
	
	
	
	
	

	2
	1
	2
	0
	
	
	
	
	

	3
	1
	3
	0
	
	
	
	
	

	...
	...
	...
	0
	
	
	
	
	

	30
	1
	30
	0
	
	
	
	
	

	31
	2
	1
	0
	
	
	
	
	

	32
	2
	2
	1
	
	
	
	
	

	……


[bookmark: PePindex132]     注：1）区域选择集中的不同数字代表特定区域；2）选择结果中“1”代表流入，“0”代表未流入。

[bookmark: pindex134]3.2  变量说明
（1）因变量：选择结果。本研究中的样本个体均为跨区域流动个体。事实上，个体流动时可供其选择的区域有30个，而其最终选择流入的区域只有1个，因此，通过设置结果变量流动区域选择结果，将个体实际流入地的流入结果标记为“1”；剩余其他29个区域的选择结果标记为“0”。
（2）自变量：制度距离。参考杨艳等[12]的研究，采用王小鲁等[27]得出的市场化进程总得分来表征地域制度环境，该指数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以及市场中介组织的法律制度环境等5个方面来衡量，体现了我国各省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区域市场化进程得分越高，说明地区制度环境越好，即政府干预越少、法制程度越完善、要素市场越发达。制度距离是人才流动目的地市场化指数与人才来源地市场化指数之差的绝对值，该值越大说明人才流动前后所要经历的制度环境差别越大。同时，为了考察人才在不同流动模式下制度距离对人才流动概率的差异化影响，进一步设置了流动目标地市场化指数是否低于来源地市场化指数、流动目标地市场化指数是否高于来源地市场化指数两个哑变量。
（3）控制变量。参考徐倪妮等[2]、叶晓倩等[26]的研究，控制了区域经济与人口状况、产业结构、房价、公共服务特征、个体预期收入等5个方面对人才流动决策具有潜在影响的区域特征变量。具体来说：1）区域经济与人口状况。区域的经济发展越好，工作机会越多，个体预期收入越高，人才被吸引流入的概率越大；而区域人口越多也越能形成人才集聚效应。因此，采用取自然对数的地区生产总值（GDP）来控制区域经济实力，采用取自然对数的区域年末人口来控制区域人口的影响。2）产业结构。区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越发达，能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可以吸引更多人才的流入。因此，采用第二产业占和第三产业分别占GDP比重来控制区域产业结构对个体流动决策的影响。3）房价。区域房价也是影响人才流动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采用区域平均房价来控制房价对人才流动决策的影响。4）公共服务特征。区域的医疗、交通、教育等公共服务越好，能够为个体提供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也可以对人才产生吸引力。因此，分别采用万人医院数、人均公路面积、公共图书馆数和普通高校师生比例来控制医疗、交通以及教育等公共环境对人才流动决策的影响。5）个体预期收入。区域的平均收入越高，不仅能为个体提供更高的预期收入，而且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更多的消费，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对人才产生吸引作用。因此，采用城镇人口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来控制个体预期收入对流动决策的影响。
具体变量定义以及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bookmark: pindex139][bookmark: bRPindex139][bookmark: PePindex139]表2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量
	变量
	定义
	样本量/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hoice
	流动选择，个体是否流入该区域
	5 888 100
	0.033
	0.180
	0.000
	1.000

	MIN
	目标地制度环境
	5 495 560
	6.039
	2.067
	−0.300
	10.920

	MIB
	流动前所在地制度环境
	5 888 100
	8.352
	1.222
	−0.300
	10.920

	DIST
	绝对制度距离（流动前后制度环境差的绝对值）
	5 495 560
	2.674
	1.856
	0.000
	10.180

	DIST1
	[bookmark: sys176038]相对制度距离1（二值变量，流动前制度环境高于流动后则取值为0；其余取值为1）
	5 888 100
	0.148
	0.355
	0.000
	1.000

	DIST2
	[bookmark: sys183038]相对制度距离2（二值变量，流动前制度环境高于流动后则取值为1；其余取值为0）
	5 888 100
	0.852
	0.355
	0.000
	1.000

	gdp
	GDP的自然对数
	5 888 100
	9.371
	1.018
	5.833
	11.200

	pop
	年末总人口的自然对数
	5 888 100
	8.093
	0.849
	5.666
	9.292

	psi
	第二产业占GDP比重
	5 888 100
	47.240
	8.021
	19.740
	61.500

	pti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5 888 100
	41.860
	8.614
	28.600
	79.650

	road
	人均公路面积/m2
	5 888 100
	14.160
	4.291
	4.040
	25.820

	rts
	普通高校师生比例
	5 888 100
	17.400
	1.057
	13.480
	19.360

	lib
	公共图书馆数/个
	5 888 100
	97.670
	44.040
	4.000
	203.000

	hosp
	每万人医院数/个
	5 888 100
	0.200
	0.073
	0.090
	0.429

	sala
	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
	5 888 100
	10.650
	0.336
	9.806
	11.620

	hp
	区域平均房价/（元/ m2）
	5 888 100
	5 538
	3 265
	1 958
	22 633



[bookmark: pindex260][bookmark: PePindex260]3.3  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流动个体在多个潜在流动区域的选择，因此将因变量流动选择设定为哑元变量。参照孙伟增等[28]的研究，采用多值条件Logit模型分析制度环境、制度距离对人才跨区域流动选择的影响。具体实证模型如下：

[bookmark: pindex262]           （1）

[bookmark: pindex263]                         （2）
式（1）（2）中：i为流动个体；j为除来源地以外的30个潜在流入地域；t为年份；choiceijt为哑元变量，choiceijt取值为1，意味着在年份t个体i选择流入区域j，而choiceij取值为0，表示个体i没有选择流入区域j；DISTS代表人才流动前后制度距离平方项；X为控制变量集；P为区域固定效应；u为误差项。 
[bookmark: sys2656268][bookmark: sys26513050]式（1）用以检验顺制度差模式下制度距离对人才流动选择的影响；式（2）用以检验逆制度差流动模式下制度距离对人才流动选择的影响。本研究预计式（1）中α1的值应显著为负，而α2的值应显著为正，即当目的地制度环境好于来源地时，制度距离对人才流入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此外，预计式（2）中α1的值应显著为正，即当来源地制度环境好于目的地时，制度距离显著抑制人才的流入。
[bookmark: pindex266]4  实证结果
[bookmark: OLE_LINK3]表3是对不同流动模式下制度距离对人才流动选址概率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模型2分别用于检验假设1、假设2，均控制了人才流入地经济、公共服务、房价、产业结构等一系列因素。具体来说，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模型1是人才从低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流向较高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时，绝对制度距离对其流入概率的多元逻辑回归；模型2是人才从高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流向较低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时，人才流动前后区域的绝对制度距离对其流入概率的多元逻辑回归。
[bookmark: sys268071][bookmark: sys2687169][bookmark: sys26814043][bookmark: sys26818361]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流出地与流入地的绝对制度距离与人才流入概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绝对制度距离的平方项与人才流入概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当人才从制度环境相对较好的区域流向相对较差的区域时，随着绝对制度距离的增大，人才流入的概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假设1得到支持。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流出地与流入地的绝对制度距离与人才流入概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当人才从制度环境相对较好的区域流向相对较差的区域时，随着绝对制度距离的增大，人才流入的概率呈下降的趋势，假设2得到支持。
[bookmark: pindex269][bookmark: bRPindex269][bookmark: PePindex269]表3  制度距离对人才跨区域流动的样本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choice
	DIST1=1
	DIST2=1

	
	模型1
	模型2

	DIST
	−0.341***
	−0.160***

	
	(0.008)
	(0.007)

	DISTS
	0.037***
	

	
	(0.002)
	

	gdp
	0.417**
	0.141

	
	(0.167)
	(0.112)

	pop
	1.549
	−1.112***

	
	(0.331)
	(0.220)

	psi
	−0.116***
	0.042***

	
	(0.024)
	(0.009)

	pti
	−0.140***
	0.037***

	
	(0.024)
	(0.009)

	road
	−0.082***
	−0.008

	
	(0.009)
	(0.007)

	rts
	[bookmark: OLE_LINK6]−0.092***
	0.022*

	
	(0.013)
	(0.012)

	lib
	0.043***
	0.002

	
	(0.003)
	(0.001)

	hosp
	1.180*
	−0.088

	
	(0.704)
	(0.438)

	sala
	−0.048
	0.125

	
	(0.174)
	(0.131)

	hp
	−0.000***
	−0.000***

	
	(0.000)
	(0.000)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数量/个
	872 247
	4 623 313

	Pseudo R2
	0.268
	0.392


注：1）***、**、*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0.01、0.05、0.1 的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下同。

[bookmark: pindex359]5  异质性分析
为了考察制度距离对人才流动选址概率的异质性影响，将从年龄、学历、职业、行业、来源地等5个角度对全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其中，回归模型设定均与表3中模型1和模型2保持一致。
[bookmark: pindex361]5.1  年龄
[bookmark: sys362062][bookmark: OLE_LINK1]基于年龄，将样本分为15～29岁、30～44岁、45岁以上3类，考察制度距离、流动方向对不同年龄段个体跨区域流动选址的影响。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具体来说，当人才从低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流向较高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时，制度距离对3个年龄段均有显著的先促抑制后促进的“U”型影响，但45岁及以上和30～44岁两个年龄段较15～29岁年龄段对制度距离更为敏感；当人才从高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流向较低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时，制度距离对3个年龄段个体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对30～44岁年龄段个体的抑制作用最强，45岁及以上年龄段个体次之，15～29岁年龄段个体最弱。上述结果可能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能力和认知趋于稳定，对变化的适应能力下降，年长者难以适应较大的制度环境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大，个体可能因为成立家庭或者出于为未来储蓄等因素的考虑，对收入的变化更为敏感，特别是对处于人生和职业生涯发展期的30～44岁个体，制度环境越好意味着其可选择的工作机会越多、预期收入也会越高。因此，在顺制度差模式下，制度距离将带来环境不适应和收入上升的影响，年龄越大的个体对这两种效应更敏感；而在逆制度差流动模式下，制度距离将带来环境不适应和收入下降两种负面效应，45岁以上、30～44岁个体的这两种负面效应强于15～29岁个体。
[bookmark: pindex363][bookmark: bRPindex363][bookmark: PePindex363]表4  不同年龄段的样本异质性回归分析结果
	被解释变量：choice
	[bookmark: OLE_LINK21]15～29岁
	
	30～44岁
	
	45岁及以上

	
	DIST1=1
	DIST2=1
	
	DIST1=1
	DIST2=1
	
	DIST1=1
	DIST2=1

	DIST
	−0.329***
	−0.160***
	−0.363***
	−0.197***
	−0.353***
	−0.174*

	
	(0.010)
	(0.007)
	(0.016)
	(0.013)
	(0.083)
	(0.100)

	DISTS
	0.035***
	
	0.043***
	
	0.040***
	

	
	(0.002)
	
	(0.004)
	
	(0.014)
	

	gdp
	[bookmark: OLE_LINK8]0.427**
	0.141
	0.320
	0.290
	1.552
	−3.380

	
	(0.200)
	(0.112)
	(0.313)
	(0.201)
	(3.402)
	(2.243)

	pop
	1.648
	−1.112***
	1.711***
	−0.933**
	−2.173
	−1.245

	
	(0.394)
	(0.220)
	(0.616)
	(0.386)
	(7.361)
	(5.213)

	psi
	−0.134**
	0.042***
	0.069
	0.037**
	−0.265
	−0.009

	
	(0.028)
	(0.009)
	(0.047)
	(0.016)
	(0.589)
	(0.199)

	pti
	−0.160***
	0.037***
	−0.093**
	0.043**
	−0.376
	−0.074

	
	(0.028)
	(0.009)
	(0.047)
	(0.017)
	(0.571)
	(0.188)

	road
	−0.087
	−0.008
	−0.064***
	−0.023**
	−0.139
	−0.119

	
	(0.011)
	(0.006)
	(0.017)
	(0.011)
	(0.166)
	(0.119)

	rts
	−0.093***
	0.022*
	−0.096***
	0.010
	−0.046
	0.281

	
	(0.015)
	(0.012)
	(0.023)
	(0.021)
	(0.240)
	(0.204)

	lib
	0.050***
	−0.002
	0.034***
	0.006***
	0.198***
	0.041

	
	(0.003)
	(0.001)
	(0.005)
	(0.002)
	(0.067)
	(0.029)

	hosp
	1.500*
	−0.088
	0.857
	0.596
	7.426
	1.253

	
	(0.850)
	(0.438)
	(1.285)
	(0.791)
	(19.812)
	(7.929)

	sala
	−0.081
	0.125
	0.045
	−0.105
	−0.889
	4.107*

	
	(0.208)
	(0.131)
	(0.324)
	(0.233)
	(2.962)
	(2.429)

	h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量/个
	602 950
	4 623 313
	263 381
	1 559 447
	5 916
	33 844

	Pseudo R2
	0.268
	0.392
	0.270
	0.412
	0.273
	0.426



[bookmark: pindex569][bookmark: PePindex569]5.2  学历
基于学历，将样本分为高中及以下、大专及本科以及研究生3类，考察制度距离、流动方向对不同受教育水平个体跨区域流动选址的影响。一般来说，个体受教育水平越高，其职业成就动机也越高，制度环境越好的区域可以为他们实现事业目标提供更好的机会，因此，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升高，流动人才对制度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也相应提高。表5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当个体从强制度环境流向弱制度环境时，制度环境对个体的抑制从高到低依次为研究生、大专及本科、高中及以下；而个体从弱制度环境流向强制度环境时，个体对制度环境的敏感度也呈现出了同样的排序。
[bookmark: pindex571][bookmark: bRPindex571][bookmark: PePindex571]表5  不同学历的样本异质性回归分析结果
	被解释变量：choice
	高中及以下
	
	大专及本科
	
	研究生

	
	DIST1=1
	DIST2=1
	
	DIST1=1
	DIST2=1
	
	DIST1=1
	DIST2=1

	DIST
	−0.274***
	−0.075**
	−0.328***
	−0.126***
	−0.359***
	−0.191***

	
	(0.042)
	(0.030)
	(0.013)
	(0.010)
	(0.012)
	(0.010)

	DISTS
	0.028***
	
	[bookmark: OLE_LINK11]0.035***
	
	[bookmark: OLE_LINK14]0.041***
	

	
	(0.008)
	
	(0.003)
	
	(0.003)
	

	gdp
	0.048
	0.149
	0.521**
	0.092
	0.251
	0.057

	
	(0.924)
	(0.606)
	(0.246)
	(0.167)
	(0.236)
	(0.156)

	pop
	−1.263
	−1.449
	0.875*
	[bookmark: OLE_LINK13]−1.263***
	2.248***
	−0.703**

	
	(1.782)
	(1.275)
	(0.484)
	(0.329)
	(0.470)
	(0.308)

	psi
	−0.122
	−0.008
	−0.104***
	0.031**
	−0.131***
	0.048***

	
	(0.116)
	(0.047)
	(0.035)
	(0.013)
	(0.034)
	(0.012)

	pti
	−0.152
	−0.046
	−0.131***
	0.026**
	−0.150***
	0.043***

	
	(0.116)
	(0.047)
	(0.035)
	(0.013)
	(0.034)
	(0.013)

	road
	−0.074
	−0.009
	−0.071***
	0.007
	−0.091***
	−0.020**

	
	(0.050)
	(0.033)
	(0.013)
	(0.009)
	(0.012)
	(0.009)

	rts
	−0.164**
	0.038
	[bookmark: OLE_LINK10]−0.082***
	0.056***
	−0.100***
	−0.020

	
	(0.077)
	(0.068)
	(0.019)
	(0.018)
	(0.018)
	(0.016)

	lib
	0.067***
	0.002
	0.037***
	0.003**
	0.045***
	0.001

	
	(0.015)
	(0.006)
	(0.004)
	(0.002)
	(0.004)
	(0.002)

	hosp
	−4.289
	−1.870
	1.339
	−0.233
	0.801
	−0.221

	
	(3.693)
	(2.207)
	(1.026)
	(0.640)
	(1.012)
	(0.629)

	sala
	0.436
	0.571
	-0.094
	0.041
	0.038
	0.261

	
	(0.947)
	(0.712)
	(0.257)
	(0.197)
	(0.246)
	(0.183)

	h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量/个
	31 719
	128 329
	406 385
	2 023 707 
	433 143
	2 471 277

	Pseudo R2
	0.251
	0.267
	0.259
	0.367
	0.279
	0.422



[bookmark: pindex777][bookmark: bRPindex777][bookmark: PePindex777]5.3  职业
[bookmark: OLE_LINK2]基于职业类型，将样本分为管理人才、技术人才以及其他3类；同时，基于行业类型，将样本分为从事计算机、软件、医药等高新行业的人才以及非高新行业人才两类，分别考察制度距离、流动方向对从事不同职业和处于不同行业的个体的跨区域流动选址的影响。如表6所示，针对职业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当个体从低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流向高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时，制度环境对个体的抑制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其他、技术人才、管理人才；而当个体从高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流向低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时，个体对制度环境的敏感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其他。如表7所示，针对行业的分组回归显示，当个体从低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流向高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时，处于高新行业的个体对制度环境也更为敏感度；而当个体从高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流向低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时，制度环境对来自高新行业的个体的抑制程度也强于来自非高新行业的个体。可见，制度环境的变化对管理型人才以及高科技行业人才的影响更大，这两类人才流动时更轻倾向选择制度环境更好的区域。
[bookmark: pindex779][bookmark: bRPindex779][bookmark: PePindex779]表6  针对不同职业的样本异质性回归分析结果
	被解释变量：choice
	管理人才
	
	技术人才
	
	其他

	
	DIST1=1
	DIST2=1
	
	DIST1=1
	DIST2=1
	
	DIST1=1
	DIST2=1

	DIST
	−0.362***
	−0.188***
	−0.345***
	−0.151***
	−0.033***
	−0.113***

	
	(0.013)
	(0.010)
	(0.018)
	(0.015)
	(0.003)
	(0.012)

	DISTS
	0.039***
	
	[bookmark: OLE_LINK16]0.040***
	
	0.304***
	

	
	(0.003)
	
	(0.004)
	
	(0.015)
	

	gdp
	0.505**
	0.186
	−0.308
	−0.309
	0.806***
	0.404*

	
	(0.248)
	(0.162)
	(0.341)
	(0.230)
	(0.307)
	(0.209)

	pop
	1.835***
	−0.982***
	1.846***
	−0.419
	0.875
	−1.806***

	
	(0.491)
	(0.319)
	(0.678)
	(0.460)
	(0.603)
	(0.413)

	psi
	−0.100***
	0.074***
	−0.091*
	0.034*
	[bookmark: OLE_LINK17]−0.171***
	−0.017

	
	(0.036)
	(0.013)
	(0.051)
	(0.019)
	(0.041)
	(0.016)

	pti
	[bookmark: OLE_LINK15]−0.120***
	0.075***
	−0.131**
	0.025
	−0.188***
	−0.029*

	
	(0.036)
	(0.013)
	(0.051)
	(0.020)
	(0.041)
	(0.016)

	road
	−0.090*
	−0.010
	−0.061***
	−0.010
	−0.073***
	−0.007

	
	(0.013)
	(0.009)
	(0.018)
	(0.014)
	(0.016)
	(0.012)

	rts
	−0.070***
	0.001
	−0.141***
	0.050**
	−0.099***
	0.012

	
	(0.019)
	(0.017)
	(0.025)
	(0.024)
	(0.025)
	(0.023)

	lib
	0.039***
	0.000
	0.043***
	0.003
	[bookmark: OLE_LINK18]0.049***
	0.005***

	
	(0.004)
	(0.002)
	(0.006)
	(0.002)
	(0.005)
	(0.002)

	hosp
	1.528
	0.486
	1.340
	−1.081
	0.531
	−0.523

	
	(1.046)
	(0.630)
	(1.455)
	(0.980)
	(1.271)
	(0.790)

	sala
	−0.178
	−0.047
	0.678*
	0.600**
	−0.448
	0.038

	
	(0.258)
	(0.190)
	(0.353)
	(0.273)
	(0.321)
	(0.246)

	h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量/个
	413 226
	2 286 982
	191 413
	1 085 359
	267 608
	1 250 972

	Pseudo R2
	0.280
	0.405
	0.253
	0.412
	0.262
	0.354



[bookmark: pindex985][bookmark: bRPindex985][bookmark: PePindex985]表7  针对不同行业的样本异质性回归分析结果
	被解释变量：choice
	高新行业
	
	非高新行业

	
	DIST1=1
	DIST2=1
	
	DIST1=1
	DIST2=1

	DIST
	−0.354***
	−0.200***
	−0.332***
	−0.136***

	
	(0.015)
	(0.012)
	(0.010)
	(0.008)

	DISTS
	0.041***
	
	0.035***
	

	
	(0.004)
	
	(0.002)
	

	gdp
	−0.139
	−0.096
	0.786***
	0.213

	
	(0.271)
	(0.184)
	(0.214)
	(0.141)

	pop
	[bookmark: OLE_LINK19]3.182***
	−0.254
	0.745*
	−1.526***

	
	(0.545)
	(0.362)
	(0.418)
	(0.279)

	psi
	−0.107**
	0.068***
	−0.014***
	0.019*

	
	(0.043)
	(0.015)
	(0.029)
	(0.011)

	pti
	−0.132***
	0.065***
	−0.089
	0.011

	
	(0.043)
	(0.016)
	(0.011)
	(0.011)

	road
	−0.068***
	0.000
	−0.089**
	−0.016**

	
	(0.014)
	(0.011)
	(0.011)
	(0.008)

	rts
	−0.112***
	0.049**
	−0.083***
	−0.004

	
	(0.019)
	(0.019)
	(0.019)
	(0.015)

	lib
	0.051***
	0.000
	0.042***
	0.003**

	
	(0.005)
	(0.002)
	(0.003)
	(0.001)

	hosp
	2.622**
	0.625
	0.662
	−0.428

	
	(1.134)
	(0.759)
	(0.904)
	(0.540)

	sala
	0.291
	0.146
	−0.303
	0.196

	
	(0.284)
	(0.216)
	(0.222)
	(0.166)

	h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量/个
	322 743
	1 869 573
	549 504
	2 753 740

	Pseudo R2
	0.261
	0.435
	0.273
	0.365



[bookmark: PePindex1132]以上结果再次验证了本研究有关制度距离的结论的稳健性。
[bookmark: pindex1133]5.4  地区
[bookmark: sys1134051]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类，考察制度距离、流动方向对来自不同经济地区的个体的跨区域流动选址的影响。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等12个地区；中部包括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内蒙古自治区等9个地区；西部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10个地区。分组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总体上，制度距离对来自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个体有显著的影响，而对来自西部地区的个体无显著影响；当个体从高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流向低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时，制度距离仅对来自东部区域的个体具有抑制作用；而当个体从低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流向高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时，制度距离对来自东部地区的个体呈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而对来自中部区域的个体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
[bookmark: pindex1135][bookmark: bRPindex1135][bookmark: PePindex1135]表8  不同区域的样本异质性回归分析结果
	被解释变量：choice
	东部
	
	中区
	
	西部

	
	DIST1=1
	DIST2=1
	
	DIST1=1
	DIST2=1
	
	DIST1=1
	DIST2=1

	DIST
	−0.363***
	−0.202***
	0.202**
	−0.067
	0.047
	0.048

	
	(0.018)
	(0.008)
	(0.097)
	(0.096)
	(0.035)
	(0.082)

	DISTS
	0.030***
	
	−0.039***
	
	−0.006
	

	
	(0.006)
	
	(0.018)
	
	(0.005)
	

	gdp
	−0.142
	0.133
	1.040**
	−0.932
	0.633
	2.736***

	
	(0.211)
	(0.113)
	(0.406)
	(1.002)
	(0.436)
	(1.246)

	pop
	2.527***
	−1.212***
	−1.176
	3.981
	−1.126
	16.224***

	
	(0.418)
	(0.223)
	(0.840)
	(4.654)
	(0.867)
	(5.587)

	psi
	−0.111***
	0.047***
	−0.198***
	0.073
	−0.039
	0.017

	
	(0.043)
	(0.009)
	(0.047)
	(0.059)
	(0.043)
	(0.067)

	pti
	−0.149***
	0.043***
	−0.204***
	0.042
	−0.028
	0.004

	
	(0.042)
	(0.009)
	(0.049)
	(0.058)
	(0.045)
	(0.067)

	road
	−0.113***
	−0.004
	−0.070***
	−0.003
	−0.037
	−0.097*

	
	(0.011)
	(0.006)
	(0.022)
	(0.051)
	(0.023)
	(0.055)

	rts
	−0.111***
	0.017
	0.032
	0.302**
	0.019
	−0.137

	
	(0.015)
	(0.012)
	(0.036)
	(0.118)
	(0.040)
	(0.135)

	lib
	0.059***
	0.003**
	0.033***
	0.005
	0.011**
	−0.021***

	
	(0.004)
	(0.001)
	(0.006)
	(0.008)
	(0.006)
	(0.007)

	hosp
	3.867***
	−0.211
	−4.068**
	5.212*
	−5.760***
	5.178

	
	(0.847)
	(0.450)
	(1.893)
	(3.097)
	(1.981)
	(3.340)

	sala
	0.326
	0.122
	0.087
	0.073
	0.085
	−2.966**

	
	(0.217)
	(0.133)
	(0.450)
	(1.256)
	(0.477)
	(1.148)

	h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量/个
	564 924
	4 346 924
	150 904
	165 328
	156 419
	111 009

	Pseudo R2
	0.239
	0.394
	0.280
	0.067
	0.324
	0.108



[bookmark: pindex1341][bookmark: bRPindex1341][bookmark: PePindex1341]6  结论与启示
[bookmark: pindex1342]6.1 研究结论
[bookmark: sys13430111]（1）当个体从低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流向较高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时，制度距离总体上对个体流入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影响，其中，30岁以上、研究生学历、从事高新技术行业、处于管理岗位、来自东部地区的人才对制度距离的反应最为敏感。
[bookmark: sys1344099]（2）当个体从高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流向较低制度环境得分区域时，制度距离总体上显著抑制个体的流入，特别对30～44岁、研究生学历、从事高新技术行业、处于非管理和技术岗位、来自东部地区的人才影响最为明显。
[bookmark: pindex1345]6.2 启示
（1）以往研究从宏观因素角度探索人才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在经济、自然环境、特定政策等硬环境因素上，一致认为在经济与生活上给予人才一定的补偿就会在较大程度上对人才产生吸引作用。在实际中，各地的人才政策也同样显示出了这种对经济因素的偏好。不可否认，经济性因素确实在人才吸引上具有重要作用，但经济与生活的补偿并非影响人才流动的全部因素，对于具有高职业成就动机的人才而言，事业目标的实现可能对其流动决策具有更大影响。新近有研究也显示，制度环境等软环境对人才实现事业目标十分关键[29]。顺延这种逻辑，本研究认为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商事活动的开展，可以帮助人才更好地实现创新创业目标，进而对人才产生吸引作用，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制度环境的改善对吸引人才具有积极作用，特别是对高科技行业从业者、高学历人才。因此，各地在制定人才吸引政策时，可以转换以往强调经济补偿的思路，通过努力改善区域内的制度环境，降低商事活动的交易成本，为各类人才创造更好的工作和创业机会，从而吸引人才的流入，具体包括商事活动的便利化、减少对商业活动的不合理干预、繁荣中介组织、健全要素市场和完善专利保护制度等。
（2）结合制度理论的效率逻辑和效果逻辑，本研究从交易成本和合法性的角度综合考察了制度环境变化对人才带来的机会和风险，研究了不同流动模式下制度距离对人才跨区域流动的复杂效应，为制度环境与人才流动研究的分析框架提供参考，同时有所深化制度环境理论研究。现有关于制度环境的研究，多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或合法性的角度分析制度环境对组织和个人行为的影响，有研究单方面强调制度环境改善带来的好处[23]，而本研究显示，制度环境变好或变坏会给个体带来适应上的困难，从而对人才吸引产生消极影响。也就是说，即便是改善制度环境，仍会给人才带来一定程度的适应风险。因此，区域改善制度环境和制定人才引进政策时，还需要考虑到新环境给人才带来的不适应感，通过制定政策或采取措施帮助和引导人才克服环境适应上的困难。例如，一方面为流入人才提供便利化的公共服务和行政支持；另一方面，企业为流入人才提供一定的职业适应期和适应指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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